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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
———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聂 迅

文章选取滇东南边疆民族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三个时期
在行政区划设置、军事防御体系构筑和基层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国家建构与整合进程。该过程体
现在边疆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之中，彰显边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炽热
之心。

关键词 滇东南 边疆治理 国家认同
作者聂迅，1987 年生，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

19 号，邮编 710048。

“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明代中期以后 “天地君亲师”
供奉广泛流行起来，至清代雍正皇帝诏谕确立 “天地君亲师”的序位。① 牌位不仅普及于
汉民族地区，② 与汉族杂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多也如此。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
不再有“君”，以民主国家取代封建帝制，部分地区民众自发地将牌位改为 “天地国亲师”，
这种现象在诸如云南、贵州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并一直延续至今。③ 边陲地带民
众强烈地突出“国”意味着什么? 对此，哲学观点认为 “国”不是政府，也不是政体，而
是“家园”，即乡土，供奉牌位是一种情感归宿，而不是政治的、社会的，甚至也不是思想
的。④ 人类学观点认为其是被赋予 “民族—国家”的含义，是传统文化被选择后重新整合
的变迁过程。⑤ 上述结论基于不同学科属性和研究视角得出，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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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西安工程大学科研计划项目“晚清民国西南边疆国家治理与边民国家认同研究” ( BS1627)
资助，同时亦是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陕西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 20JK018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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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但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 边疆少数
民族如何保持对国家的认同? 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以
清以来中越边境地带为中心，从滇东南边疆行政区划正式政区的建构、现代边防军事体系构
筑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三个维度探讨国家治理进程中 “君国转换”下的国家观念，
进而解析边民国家认同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天地君亲师”: 清代国家治理下滇东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滇东南区域地处中越边境，如此边陲地区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千余年间，清以前历代王
朝主要依据当地首领归附实现对该区疆域的拥有，以地方首领代表国家行使部分权力进行治
理。清代国家治理的显著特征在于向边疆和边界地带推进。清朝平定云南后，立即将广南土
府改流。康熙六年 ( 1667) 又将明代临安府 ( 治今建水县) 边远的教化、王弄、安南三长
官司“改流设府”为开化府。康熙八年 ( 1669 ) 撤广西府 ( 治今云南泸西县) 的维摩土
州，将其地分属广南府和开化府。① 于是清前期滇东南边疆形成广南、开化两个无辖县府。
雍正八年 ( 1730) 在开化府设置文山县 ( 今云南文山州文山县) ，乾隆年间改革 “不合体
制”、“不成郡”的云南无辖县府级政区，② 强化边疆县 ( 厅) 设置。至清末滇东南边疆地
区县级政区基本完善，是国家治理由虚悬到抵达边界地带时空演进的有力诠释。

军队驻防的边防体系是国家力量深入边疆的又一重要方面。滇东南边疆地处国防前沿，
清代以前主要靠土司作为“藩篱”守边。“藩篱”粗疏和土司拥有土兵数量有限，使该地成
为清代以前国防薄弱区域，且土司制度阻碍了国家军队的国防布局深入边疆。如明朝曾试以
广南卫驻扎广南土府进行镇戍，但终因土司阻挠和瘴疠困扰，广南卫无法实现长驻镇戍，不
得已而回撤设置于云南府城 ( 今昆明市) 。③ 清代以绿营兵为国家军队首次进入滇东南边疆并
以汛塘布防于交通沿线，对维护边疆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 ( 1885) 中法战
争中，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国趁机侵犯滇东南边疆。清末新政期间，云南边疆形成“南
防”边防系统，正是以滇东南中越边境为主的边防系统。由严整布局的三道防线、军事据点、
指挥枢纽与后勤补给的交通网络组成的具有现代国防特点的边防体系，④ 体现国家军事力量
深入边疆护国捍边和边民国家认同增强在保家卫国上发挥重要作用。

据此，清廷在滇东南设置军事镇戍和正式政区府、县 ( 厅) ，派出军事和行政官员深入
该区进行国家治理。因为在传统帝制中国，主要是君 ( 皇帝) 与臣民的关系，而介于君与
民之间则是代表国家的官吏。地方官员代表国家在其管辖的政区通过模拟、移植和创新实施
国家治理体系，即内地已经广泛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而施政的成效
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其中，清廷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政策尤其值得关注，其重
视发展滇东南的文化教育事业，采取 “文教为先”的政策，较好地处理了与各少数民族之
间的关系，使其统治得以深入，收到了稳定和巩固的治理效果。首先，是新增官学教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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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化府自改流后 “设府学教授一人”。① 雍正八年 ( 1730 ) ，开化府增设附郭文山县，
设文山县学，“入学额数附府学内”。② 后雍正十二年 ( 1734) 、乾隆十一年 ( 1746 ) 、二十
一年 ( 1756) 、二十二年 ( 1757 ) 累经修订，入学额数确定为 20 名。③ 其次，是义学教育
的进入。不同于官学的是，义学教育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教育贫寒少数民族子弟
“识字明理”和国家认同为宗旨，还承担着教化边民的重任，在边疆民族地区以基层社会组
织为单位，依靠义学师资进行《圣谕广训》宣讲。开化府自雍正二年 ( 1724 ) 颁发 《圣谕
广训》，每月初一、十五宣讲，随后形成固定规制。至乾隆年间开化镇总兵曾奏报当地宣讲
情形，称“各民夷竟然欲神静听，合手倾心，依依不舍，尽日始散。可见边地士民均可勉
策，即蠢尔愚夷，未尝不可化诲”。④ 这些宣讲文本多为通俗化的甚至用各少数民族语言编
写的宣讲国家政令、移风易俗和国家认同等内容，从而增强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各民族
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责任感。

总之，传统帝制时代下的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过有清一代的努力，国家治理已
抵达最边远的边境地带每寸领土、每户人家。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各项制度由地方官员实施和
基层社会组织重构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使晚清近代处于抗法侵略和护国捍边最前沿的边民更
强烈地感受到有国才有家，强大的国家力量是边民安身立命之本。

二、“天地国亲师”: 民国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治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君”已不在，“国”之将行。“天地君亲师”之 “君”
便成为国人批判的对象。陈独秀即认为 “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 ‘天地君亲师’的
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
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⑤ 于
是在民主共和思潮引领下，民间便将“天地君亲师”改奉为“天地国亲师”，以民族国家取
代了封建帝王，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
的意义，成为民国时期民间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湖北十堰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将中
堂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改换为“天地国亲师”，以爱国思想替换了历代忠君纲常。⑥ 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虽滞后，但在国家政令和地方官员指引之下，也大多改奉 “天地国亲师”，且
由于地处国防前沿，对国家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

首先，是边疆正式行政区划的建立。1912 年以后，在南方地区，清代的行政机构随着
辛亥革命而自动瓦解，由军政府掌管当地的军政与民政。随着民政机构的设立，南方各省大

—701—

“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道光《云南通志》卷 117《秩官志二·官制题名九·文职官制》，道光十五年刻本。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488《开化府·学校》，《四部丛刊》续编史部。
参见乾隆《钦定大清一统志》卷 374 《开化府·学校》， 《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 1985 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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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故宫博物院”1982 年版，第 798 页。
陈独秀: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1917 年第 3 卷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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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实行省县两级制。① 云南省自 1913 年裁府，改州厅为县，至 1929 年清时滇东南之开化
府、广南府区域先后改为文山县、马关县、西畴县、广南县和富宁县，并按旧时 “设治筑
城”的理念分别设立各自的署所机构。例如马关县，1913 年由清时安平厅改县，1919 年新
设城池，内设县署、建设局、公安局、团保局、教育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办公机构。② 值
得关注的是，虽然民国初年云南大部分腹里地区完成了废府存县的行政区划调整，但边境地
区的行政建制尚未完成。中法战争结束后，随着中法界务交涉增多，通商频繁，中法共同在
中越边境互设对汛督办作为管理机构。为加强国防安全建设，云南政府将对汛督办勘划为特
别行政区，这是对汛督办向行政区划演变的重要基础。1933 年至 1938 年，云南民政厅数次
派出专员前往滇东南马关、广南、屏边、河口、金平等地进行实地踏勘，划定了河口对汛督
办区域为“东界麻栗坡，南界越南，西界金平，北界金平、蒙自、屏边、马关，东南界越
南，西南界越南，西北界金平，东北界麻栗坡”。③ 而麻栗坡对汛督办的区域则为 “南与法
属越南接壤，东与广西镇边县毗连，北接富州、西畴，西接马关、河口。东西三百余里，南
北阔三十余里，全区面积总计九千余方里”。④ 此外，民政厅在对汛督办特别区内进行人口
统计，与云南省其他县一起纳入户口统计，掌握了辖区内户籍和赋税管理权，说明河口、麻
栗坡已不再是一个外交机构，虽仍以 “特别区”命名，其已具备正式行政区划的要素。至
此，民国年间滇东南由腹里到边疆完成了全部县级行政区划的转化，在涉外事务中有效捍卫
了国家主权。

其次，是南防军事体系的巩固。晚清滇东南南防体系形成后，不仅在保卫国防安全和捍
卫领土完整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标志着边疆军事开始了近代化进程。“重九起义”爆发
后，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随即成立云南都督府。为应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滇东南边
疆的觊觎、侵扰、蚕食以及游勇、难民问题，在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由参谋部总
长殷承瓛派出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调查人员前往滇东南对南防实施调查，在国家政体转变的
关键时期稳定了云南边疆并巩固了国防。⑤ 随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5 年底，蔡锷、
唐继尧、李烈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因此滇军大量兵力被征召，此时滇东南防营仅
驻有陆军一营，团部驻守文山县。为补充边防兵力，云南省开始募兵。据史料记载，从
1913 年至 1931 年，文山县募兵 1539 人，广南县募兵 1440 人，马关县募兵 770 人，丘北县
募兵 400 人，麻栗坡对汛区募兵 260 人，西畴县募兵 215 人。⑥ 其间，1921 年顾品珍倒唐
后，为阻止唐继尧回滇，战役在广南打响。顾品珍亲自坐镇，命部下率兵员 2 万余人，前往
滇东南迎战，顾品珍最终以失败告终。唐继尧于 1922 年 2 月统率驻外滇军回到云南省，随
即改组云南省政府，任省长总揽全省军政事务。因此，他开始加强边防，补充兵力，于广南
县命边防统领王国宾“募兵五百防守县城”，编为省军第三十三营，同年七月成立 “东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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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督办署”，管辖省军三分统，驻扎广南、富宁。1927 年 2 月，龙云发动政变，逼唐继尧下
台，并在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后，于 1932 年将其扩充为广富守备司令部。① “七七事变”后，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转变对华侵略方针，侵入滇西并意
图在东南亚各地展开全面攻势，把战火燃向西南边疆地区。为确保边疆稳定和安全，云南省
将滇军第一集团军调来滇南一带驻防。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滇南土司捐弃前嫌，团结一
致，纷纷请求总司令卢汉组织边防游击队共同抗日，保卫国土和边疆人民的生命财产，随即
得到卢汉的同意和支持，成立滇越边区游击队，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出钱、
出粮、出人、出物，支持抗日部队。② 整个抗战期间，他们抵御日本法西斯的入侵，为保卫
祖国和边疆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与云南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坚决抵御外来侵略的信心是密
不可分的。

最后，是深化基层社会的治理。“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军政府面临的首要社会问题
是怎样处理遗留的土司问题。针对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军政府内部多次商讨如何进行
改土归流。曾有毕业于贵胄法政学堂的武汉新洲人王篪贻编纂了 《经营滇省西南边地议》，
是民国初年第一个关于云南边疆治理和开发系统全面的方案。该文本提出了经营云南西南边
地的七条办法，即招致屯垦、试办民政、振兴教育、整理交通、兴办实业、收回法权、清厘
财政。通观全文，其核心是关于如何解决云南土司问题的方案，他批评了前清的改土归流政
策，论证“不惟不能改，而亦不必改”的理由，进而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各种实业来解决社
会问题。例如，发展屯垦方面，其提出应当种植稻谷、棉花、茶叶、蔬果和畜牧; 创办民政
事业中，着重提到应包含编户、卫生、赈恤、礼俗、自治和选举。最后，作者总结强调，社
会治理应为“取稳健之主义，达完全之目的，其今日筹边之要以乎”。③ 1929 年龙云上台后
专心省内建设，但政府各界对边地情形不甚了解，于是在政府号召下，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
研究和建设边疆的热潮，大批知识分子奔赴沿边各地，考察界务，研究民族事务，提出建
议。1933 年云南省立昆华教育馆编辑出版了《云南边地问题研究》，汇集了政府官员和专家
学者的 18 篇考察报告，涉及滇东南的有普剑魔 《红河沿边情况》、甘汝堂 《云南河口边情
一瞥》、赵正岳《金和边区状况》及叶桐 《河口麻栗坡两特别区概况》。④ 这些调查员都针
对滇东南的社会治理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意见，如甘汝堂对中越边境接壤的河口建设，就提出
了诸如改革边地政治、推进边地教育、测绘边地详图、整顿边地交通、修筑出海铁道等。⑤
叶桐奉云南省政府命令调查麻栗坡汛区后，也特别提及要提防法帝国主义利用时机实行毒辣
的经济侵略阴谋。⑥ 总之，民国时期云南政府对滇东南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发展经济措施
( 如土地清丈、查禁鸦片、改善道路交通和通信) 和发展教育措施 ( 创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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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两个方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外，由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环境复杂，至民国
时期边境地区仍有部分土司势力存留。如广南侬氏土司虽在民国元年改为土丞，势力日趋没
落，但在当地影响仍然很大。1936 年 2 月 16 日，云南省政府仍准予世袭，龙云遂委任侬鼎
和袭土同知职，① 继续在当地代表国家行使治理职责。抗战全面爆发后，云南作为抗战后方
在农业、工业、商业、财政和金融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机关、学校和军队迁入后骤
然增加的人口与军供压力，地方政府采取若干措施，促进云南边疆社会的发展。例如自
1937 年底开始，云南省建设厅组织各方面专家赴滇东南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经济作物种植
指导，在文山设立农林场种植三七，由技术员培育种子，同年便在试验场收获 20 万粒种子，
将其中一半发放农民领种。② 在对外商业贸易方面，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投入较多人
力物力修筑省内通道干线，带动了滇东南经济及商贸的发展。云南省政府以旧时滇越铁路为
基础，形成了以滇西、滇东公路国道、滇南铁道为主干的交通贸易线路，改变了过去完全以
马帮运输为主的商运方式。③ 国民政府在抗战非常时期深化对滇东南边疆基层社会的治理，
为随后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民国时期国家治理的力量相较于前清时期更加深入到边疆和基层地区，国家通过
正式行政区划的改置、南防军事力量的加强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深入建设，同时继续任命部落
首领控制当地基层的户籍、行政、司法，甚至保有部分的武装，成为民国时期代表国家守土
戍边、安定地方的重要力量，国家力量进一步深入到滇东南边疆基层。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铸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颁布一系列政策，在全国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以改变社会风气、破除迷信为主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深入基层。改革开放后，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神龛又逐渐恢复起来。据笔者实地调查，在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大多延续旧传统，继续供奉“天地国亲师”位。

滇东南地区地处滇桂交界，加之与越南接壤，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后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改善民族关系。为稳定边疆秩序、增强民族团结，国家在新
中国成立初期在此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在工作中尤其注重处理民族
关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渐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例如马关县仁和乡
过去因恶霸地主霸占土地而挑起的壮、汉民族械斗，经过土地改革后，既消除了隔阂也分得
了土地。④ 为保证边疆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调整行政区划，1958 年将旧有政区改为文山
专区，同年 4 月 1 日成立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1965 年 9 月 20 日改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⑤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滇东南地区开始了全新的建设。国家派来大批干部、教
师、医生和技术工人，每年拨发边疆建设费，用以筑公路、盖医院、建学校、开商店、办工

—01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明东等: 《民国时期土司及其边疆治理研究》，第 181 页。
参见龙云撰: 《云南行政纪实·建设一·农业·开广区农林场之设置》第 10 册，第 3—4 页。
参见牛洪斌、谢本书: 《云南通史》第 6 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 页。
参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 页。
参见马正元等主编: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志》第 1 卷，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 页。



厂、修电站，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给滇东南边疆带来了生机，人民享受
到了切实的优待。在多民族杂居的文山地区，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进入，与当地少数民族
一起生产生活，因而形成了“汉族、回族住街头，壮族、傣族住水头，苗族、彝族住山头，
瑶族住箐头”① 的独特分布格局。各民族根据自己居住地区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特长，为保
卫和开发边疆做出了贡献。滇东南各民族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彼此承认并尊重其民族文化
的多样性，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充分体现了对民族认同的感情，向着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方向而努力。

但正值滇东南边疆全面开展建设之际，中越关系逐渐恶化并最终引发军事冲突。1975
年越南实现统一后，在边境地区有组织地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严重干扰了边民的正常生产
生活，在我国多次劝阻无果的情况下，于 1979 年 2 月 7 日下令对越南自卫反击。在自卫反
击作战中，滇东南各民族一起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守卫国防大门、捍卫领土完整做出巨
大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曾服役于云南边防部队的马关县苗族青年陶少文，对
越作战时舍身炸碉堡。麻栗坡县瑶族青年民兵李兴唐等七人，在对方突然发动袭击时，奉命
守卫某无名高地，负伤后仍坚持战斗，最终取得胜利。② 此后，国家为恢复滇东南边疆民族
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省、州、县、乡 ( 镇) 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
的应对措施，如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启动了千里边防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茅草
房改造及沼气池、小水窖建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滇东南各族人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
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感，积极支持、配合当地驻军，守卫祖国每一寸土地，国家认同以及对国
家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在滇东南边疆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
农村低保工程等陆续开展。1986 年 3 月，国家施行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
富步伐的政策，在文山州成立了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分别设立州级、县级扶贫办
公室，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③ 时逢国家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文
山州地方政府开展科技扶贫培训，逐步走出一条科技与经济融为一体，扶贫开发与科技
开发有机结合的路子，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南县石坪村、富宁县莫勺村、西畴县蚌谷乡
成为脱贫致富的典型村寨，其中富宁县村民潘树培、罗德荣结合山区优势，运用科学技
术种植果树和茶叶，成为当地脱贫户的榜样。④

2001 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西方各种思潮开始大
量涌入国内。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国家
尤其注重从观念和意识层面强化对边民的教育。如麻栗坡县董干镇政府就通过各种措施强化
边民的“五种意识”，即国防意识、文明意识、竞争意识、保密意识和学习意识。⑤ 同为董
干镇的八里坪村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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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村貌整治和基层组织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成果。① 国家治理向边疆基层的推进，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关怀，不仅彻底改善了边民的生活质量，更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举措。
在国家治理与边疆社会之间的互动进程中，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进一步增强了对国家的认
同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边疆治理就是将国家治理的思想和观
点运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边疆治理的首要任务
就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此文山州政府干部身先士卒，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助推脱贫
攻坚，建立分片调研制度，采取日常了解、专项考察、上门家访、印证核实、分析研判等方
式，及时了解掌握干部处理问题、完成任务、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具体表现。② 麻栗坡县则以
技能培训提升脱贫内生动力，以扶志、扶智为根本，加大开展技能培训力度，让每个贫困劳
动力至少掌握一项以上致富技能，助推贫困户脱贫摘帽、增收致富。③ 在州、县基层干部的
带领下和榜样作用下，已经脱贫的群众争当脱贫干部，以 “开展一次入户调查、开展一次
募捐活动、开展一次宣传发动、开展一次政策宣讲、开展一次卫生清扫”④ 为主题实践活
动，有力地在地方基层宣传了国家政策，如今的广大贫困户以脱贫为荣，以贫困为耻。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山州政府全力以赴抓脱贫，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65. 25 万贫困群众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部达标。 “十三五”期间，文山州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815 元提高到 11499 元，年均增长 32. 5%，困扰文山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得到解
决。⑤ 在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中，滇东南少数民族摆脱了贫困，“生活越来越充实，越过越
幸福”，⑥ 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再一次升华。

四、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国家认同不仅未遭削弱，反而日显重要，因为国家仍是国际
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尤显重要。围绕滇
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探讨是一个实证研究案例。清朝作为传统帝制时代最后一
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将旧有土府改流，以带有国家意志的行政区划设置和军事力量进入开创
了国家治理的局面，伴随而来的是带有国家政令的府学、义学等文教事业发展，边民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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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情感在晚清中法战争时护国捍边的行动中得以体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展了清代的
治理体系，进一步规整了行政区划。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西南边疆的蚕食，不仅创建了现
代化的南防军事体系，且派遣大批官员和学者深入边疆基层实地调查，为国家治理更加深入
基层提供支持，最终边民对国家认同的情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守土戍边的行动中再次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进步而妥当的民族政策，使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形
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关系，并且始终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力度。当面临境外
势力的各种挑衅时，边民勇敢地站在守卫国家领土的最前沿，将国家认同的情感进一步
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发
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是激昂的主旋律，对国家的认同始终贯穿在边疆
少数民族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进程之中，滇东
南边民对国家认同、热爱和护卫之情在“天地国亲师”的供奉中彰显和流传。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书 讯·

黄博著《10—13 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
全书 27. 7 万字。

公元 9 世纪中期，曾经强大的吐蕃王朝分崩离析，西藏地方社会陷入了混乱、动荡的失
序状态。经过一百多年的激荡、整合，不少吐蕃赞普后裔在不同区域获得了新的统治权，开
始了重建王权的尝试，而吐蕃王朝时代的大小贵族则凭借实力实现了对某些区域的稳定割
据。10—17 世纪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正是吐蕃王朝崩溃后建立的地方政权。该书主要讨论
的是古格王国的早期历史，全书除绪论与结语外，共有七章。作者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结合
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的相关成果，在考订 10—13 世纪古格王国史实的基础上，从政治
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角度，以 10—13 世纪古格王国政教两界共同参与的各种重大事件的互动
模式为线索，考察各阶段古格王国政教关系的时代特点、具体走势和关键环节，揭示世俗政
治力量与宗教教派力量的权力关系的具体演进过程。古格王国的历史是中国西南疆域史不可
或缺的部分，该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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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These Ambans' authority was transferred to Anxi Tidu ( 安西提督) after
the later moved from Balikun to Urumqi. After 1771，the Eight Banners Garrrison were set up in the
east Xinjiang. And Urumqi Dutong ( 乌鲁木齐都统)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773，gradually
participat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ll military and civilian affairs. As a result，the east Xinjiang was
under the dual jurisdiction of Shan'gan Governor ( 陕甘总督) and Urumqi Dutong. This evolution
was the result of the Qing Dynasty's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Key Words: the East Xinjiang Amban Shangan Governor Urumqi Dutong
The Operation and Policy of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Liao Wenhui ( 63)………………………………………………………………
In order to reduce the expenses of the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Xinjiang，the

central government held multiple discussions with the provincial head-officials of Gansu and
Xinjiang. In terms of results，apart from a mild increase on the number of annual assistances，the
operation of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Xinjiang suffered no major changes. In the
meantime，the inner limitation and fragileness of Xinjiang region，due to its lack of independence in
finance，became to appear. Such a defect was neither fixed nor relieved，which set the stage for the
border and governance crisis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Key Words: Xinjiang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Assistance Jiaqing Period Borderland Governanc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in Ｒobbery Cases of Xunhua 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Shouliang ( 76)……………………………………………………………………
Apart from according to lo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in robbery cases between the Mongolians

and Tibetans the principal offenders were often punished according to the Mongolian laws. In case of
serious robbery，the government often punished important troublemak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represented by the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application of diversified laws in robbery cases
reflects the government's consideration of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different tribes and
ethnic groups and keeping them within their borders，under the concept of“governing according to
the customs”． The government used civil mediation and official adjudication interactively to solve
disputes，and paid attention to coordination and infiltr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so as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enhance the state power.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nhua Ting Ｒobbery Application of Law
Crimination Management and Borderland Governance: Trial of Tibetan Tribal Disputes of

Xunhua 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Ｒuan Xing ( 86)……………………………………
The judgments were usually based on legal norms，and sometimes were ruled by law with

consideration of circumstance. But sometimes trials were conducted flexibly，not based on the law or
consideration of circumstance，but on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borderland at that time，to pacify
the two parties and interest-related sides and stabilize the borderland，which wa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power struggle among local tribes，monasteries，governments and the other local powers. To a
certain extent，the trial of Tibetan tribal disputes in Xunhua 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ditional Tibetan tribal dispute solutions and the status of social order，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state in the legal order．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Xunhua Ting Tibetan Areas Tribal Disputes Trial
Borderland Crisis，Immig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 Case

Study on the Fengmi Shan Area of Jil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n Jingchao ( 96)……
Under the northeast border crisi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immigration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borderland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border areas. The dual
influences of borderland crisis and immigration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area.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historical process，we can see that the borderland crisis was an
opportunity to lead im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stimulated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and alleviated the crisi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close relations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reflects
the particularity of setting up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 the Northeast Ｒe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Borderland Crisis Immigration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Borderland
Setting up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Fengmi Shan ( 峰蜜山)
From Tian Di Jun Qin Shi to Tian Di Guo Qin Shi: on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Borderland
Ethnic Groups in Southeast Yunnan since the Qing Dynasty Nie Xun ( 105)……………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east of Yunn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state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in aspects of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construction of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and governance of the basic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Qing Dynasty，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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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ublic of China. This process is reflected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borderland，and shows the borderland people's patriotism to
defen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Key Words: Southeast Yunnan National Governance National Identity
The Impact of Self-built Ｒailway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Centered on

Fengtian Cligue's Self-built Ｒailways Yi Binglan ( 114)……………………………………
From 1922 to 1931，due to the Fengtian Clique's great efforts，Northeast China became the

region with the highest degree of self-dependent railway constructing. These self-built and self-
controled railways changed greatly the transportation pattern in Northeast China. They improved the
circulation environment of various resources such as agriculture，forestry and mining，thus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exploiting. They not only formed new railway economic zones and
changed the unbalanced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mmigran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Fengtian Clique Self-built Ｒailways Moder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On Sushen Archaeology Culture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Guo Mengxiu Hu Xiujie ( 125)………………………………………………………………
Sushen ( 肃慎) people originally lived in the area named Buxian Mountain ( 不咸山) . So it

can be ascertained that the Sushen people's living area was around Tumen Ｒiver Basin of the Changbai
Mountain during Shang and Zhou Period.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Xingcheng Culture and
Liutingdong Culture，we can find Xingcheng Culture was more in line with what historical notes
documented，and thus it can be ascertained that Xingcheng Culture belonged to Sushen people in
Shang and Zhou Period. According to Three Ethnic-Families theory，some of the typical cultural traits
of Sushen people as later represented by Xingcheng Culture spread to Mudan Ｒiver and Songhuajiang
Ｒiver basins，and these traits were inherited by Guntu Mountain Culture which w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Yilou Culture in the Han and Wei Periods. Yilan Qiaonan Culture was an important
link in passing and spreading these cultural traits．
Key Words: Shang and Zhou Period Sushen Archeology Culture Xingcheng Culture
A Ｒesearch of the Genealogy of Ashina Family and Ｒelevant Issues: Based on the Epigraph
of Shi Qiaoru Long Chengsong ( 136)…………………………………………………………
The Shi family in the epigraph of Shi Qiaoru unearthed in Luoyang was regarded as Sogdians in

earlier studies. However，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Ashina family in Yuan He Xing
Zuan and the biographies of relevant characters in the historical books，we can see that Shi Qiaoru
family originally came from the Ashina Mishe family. By the information in the epigraph of Shi
Qiaoru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Ashina family，it can be inferred that Ashina Mishe
came from Chuluo Khan. Chuluo used to be the Anxi Duhu in the Sui Dynasty，and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 and the Western Ｒegions. Ｒesearch on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and
Han in the Western Ｒegions during the Sui Dynasty．
Key Words: the Epigraph of Shi Qiaoru ( 史乔如墓志) Sunishi ( 苏尼失) Ashina Mishe ( 阿
史那弥射) Chuluo Khan ( 处罗可汗) Anxi Duhu ( 安西都护)
The Situations of Tocharians in the Tang Dynasty after An-shi Ｒebellion: Based on Luo

Hehan's Epigraph Chen Wei ( 150)……………………………………………………………
Newly unearthed in Yan'an，the epigraph of Luo Hehan，who was one of the Tocharians lived in

the Tang Dynasty，recorded the genealogy of Luo's family and the official career of Luo Hehan
himself. Luo Hehan's grandfather Qisi，as a chief of Tochari，followed the Yabgu of Tochari to
support the Tang Dynasty after the An-shi Ｒebellion，and was appointed as a General of imperial
guards in Chang'an after the rebellion was pacified. The father of Luo Hehan—Luo Yin was a
military officer in Shuofan Jun in Hezhong. As a member of Shuofang Jun troops，Luo Hehan later
joined the Ansai Jun in Yanzhou due to the undermining of Hezhong by Tang Government. Gradually
promoted to be a military officer in Du Grade，Luo Hehan participated in defending against the Tubo
regime and mediating the conflicts among Tangut tribes，witnessing how the Tang Government
disintegrated and absorbed the Shuofang Jun and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the northwest borderland．
Key Words: Tochari Luo Hehan Shuofang Jun Yanzhou
A Study on Border Delimitation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Ｒegime in Jiangzhong Alliance
Meeting Yang Changyu ( 162)…………………………………………………………………
The border delimitation between the Tang and Tubo Ｒegime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Jianzhong

Period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border delimitation in alliance meeting between the Central Dynasties
and their neighboring regimes in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In terms of status of border，in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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